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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碳出行倾向是低碳出行行动的前因。为引导城市居民选择低碳出行，有必要研究其低碳出行倾向

的影响因素。结合出行行为决策理论、消费者选择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归纳出 6 类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

素：公交友好、情境依赖、时间感知、价格感知、学习能力和社会规范等。在此基础上，对 6 类因素进行了验证性

因子分析，构建了路径分析模型。研究证实了 6 类因素对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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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完成“到 2020 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相对 2005 年水平下降 40% ～ 45%”的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低碳治理措

施，并设置了大量“低碳城市”和“低碳交通”试点。由于交通运输行业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部门
[1]
，同时，到 2020 年我

国城市交通碳排放将占整个交通运输行业的 46%
[2]
，目前，城市交通碳减排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由于城市交通出行的实施者是成千上万独立决策的个体出行者，而政府主管部门并不能代替其决策是否选择低碳出行模

式。因此，要保障城市低碳交通治理的效果，必须充分了解城市出行者的行为决策特征，使出行者决策顺应管理者制定的政策

而进行低碳化转变。根据 Ajzen
[3]

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态度影响行为倾向，而行为倾向则是能够影响实际行为的重要心理因

素。Van 等
[4]

认为出行倾向是连接出行态度和实际出行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它帮助塑造了出行者的出行偏好，并有助于进一

步形成稳定的出行决策模式。同时，由于出行行为倾向对于出行行为决策影响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城市交通管理者在设计出行

行为引导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目标群体的出行行为倾向。相关研究表明，出行行为引导政策很难直接作用于实际出行行为，

但是能够通过改善出行行为倾向达到出行行为决策引导的目的
[5-7]

。因此对出行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出行行为倾向影响因素是出行行为倾向形成的前因。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出行行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

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依然存在以下问题：①针对整体出行行为决策进行研究，没有对出行行为决策由影响因素到倾向再到

偏好最后到实际行为决策的过程进行划分，研究点不够细致；②现有针对出行行为倾向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国外研究，针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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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者的研究较少；③国内与交通出行行为倾向有关的少量研究往往关注旅游产品的选购，而关注城市低碳交通的非常罕见。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归纳与提炼，并

通过比较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作用机理，提出我国城市低碳交通治理的政策建议。

2 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素的提取

2.1 文献元分析

文献元分析是一种对现有文献资料的非介入性研究，其具体过程是采用统计分析和测量等方法，对某一研究主题现有文献

进行搜集、统计、分析与综合，提炼出当前理论界对该主题的主要观点和认识
[8]
。由于低碳出行行为倾向研究较为少见，本文共

收集并筛选出 28 篇与低碳出行和公交出行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经过梳理，针对低碳出行和公交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从个体选择理论、知识管理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和社会心理等四种角度对出行倾向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1）个体选择理论。出行行为研究中的个体选择理论来自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选择理论，主要研究在一定的资源

预算约束下个体行为人的选择偏好。个体选择理论将出行者视为绝对理性人，并将出行决策问题简化为静态的成本效用分析，

其中最常见的是经典的 Wardrop 用户均衡 UE 原则和系统最优 SO 原则
[9]
。个体选择理论主要关注外部情境对个体出行决策的影

响
[10]
，此类研究中常见的外部情境参数包含出行价格

[11]
、出行时间

[11-12]
、出行距离

[13-14]
和交通网络状态

[15]
等。例如，Davis 和

Kilian
[16]
认为通过征收碳排放费增加私家车出行价格能够有效提升美国出行者的低碳出行倾向。Ettema 等

[17]
研究了事故导致交

通拥堵情况下的出行者出发时间选择问题，认为拥堵时间的长度将直接影响出行者重新择路倾向。Kahttak 等
[18]

研究认为出行

距离对出行者换路倾向具有显著影响，短距离出行者的换路倾向更大，而长距离出行者即使发生了换路行为，也更倾向于再回

到之前规划好的路径上去，其择路的柔性更小。刘有军和田聪
[15]

比较了方格网式和环形放射式等不同路网形态对城市交通拥堵

影响的差异，认为不同路网形态对交通拥堵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显然这也将进一步影响出行者对路况的预期，进而影响出

行倾向。黄海军
[19]

总结了拥挤道路收费对出行倾向的影响。陈坚
[20]
验证了公交票价对出行倾向具有一定影响。

（2）知识管理理论。相对于个体选择理论主要考虑外部情境因素对出行倾向的影响，知识管理理论视角主要研究出行个体

的内部因素对出行倾向的作用。传统知识管理中的学习能力、知识吸收、知识存量主要对应出行行为研究中对路网状态和路径

成本参数等信息的搜集能力、处理能力以及对熟悉路网参数的预测能力等。例如，Van 等
[21]
研究发现社交网络能够影响出行者

对出行模式的看法，进而影响出行倾向，而学历作为学习的能力和知识存量的显性测量变量与出行量显著相关。Ory &

Mokhtarian
[22]

研究了出行者学习能力和出行倾向之间的影响，认为通过多次出行提升学习能力和知识存量，能够改善个体出行

偏好并引发更多的出行需求。Ettema 等
[17]

认为，在广义出行费用提高时（如拥堵），个体将更有动力实践信息搜集和知识吸

收等行为，进而增加知识存量并改变出行倾向，同时也提升了出行个体的学习能力。

（3）有限理性理论。近年来，出行行为研究者发现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只能够处理静态完全信息背景的出行行

为决策问题，与不确定路网下的出行行为模型相去甚远，而基于前景理论和“累积前景理论”的“有限理性人”模型与实际出

行者行为更加契合
[10, 23-26]

。有限理性理论下的出行行为研究主要分析了出行者的损失厌恶、参考点依赖和小概率放大等因素对出

行行为倾向的影响。例如：Tang 等
[24]

认为受有限理性行为因素影响，出行者低碳出行倾向上升，具体表现为降低车速、稳定交

通流、减少能耗与污染物排放。Tang 等
[25]

研究认为有限理性行为因素将增加出行者对出行成本的预期，进而改变出行行为倾向。

徐红利
[26]

认为出行者对收益与损失的喜好、风险态度等有限理性因素将直接影响出行者对路径成本效用的判断，并影响出行倾

向。韩秀竹
[10]

认为有限理性中的参考点依赖是影响出行行为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

（4）社会心理角度。有部分研究从社会心理角度对出行行为倾向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个体形象、工具属

性和道德感受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Steg
[21]

采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将出行模式选择倾向影响因素归纳为个体形象、

工具属性和社会规范。Van 等
[4]

发现，为了塑造富有、权力等个体形象，出行者倾向于选择高碳的私家车出行模式，而社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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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因素则有助于增加出行者的低碳出行倾向，其中个体形象因素与出行者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显著相关。Lois 等
[27]

采用

结构方程模型和西班牙私家车驾驶者调查数据测算了个体形象、工具属性和社会规范三种因素对私家车出行倾向的影响力，验

证了社会心理因素对出行倾向的影响。杨冉冉和龙如银
[28]

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总结为社会规范（群体压力、

社会风气和“ 面子” 因素）、交通工具特性（舒适性、便利性、经济性和安全性）以及出行者心理因素（环境认知、责任感

知和行为感知），正好分别对应国外成熟的个体形象、工具属性和社会规范
[4, 21, 27]

三项分类。

通过对以上文献进行分析，得到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素共 24 项。在此基础上，按照以下标准对获取的初始影响因

素集中进行处理：①因素合并，即对出现在不同文献中具有相同或相近含义的影响因素进行合并与统一命名；②因素删减，即

对于某些文献中划分过细或与主流文献相违背的影响因素进行删减；③因素筛选，即对于只出现在某一文献而未获得其他相关

文献支持的影响因素不予选用。经过文献元分析，共获得 15 项初始因素，包括：时间依赖、空间依赖、人物依赖、个体形象、

时间关注、社会规范、公交信息存量、公交卡储备、时间敏感、价格敏感、信息获取能力、参考点依赖、损失厌恶、公交偏爱

和路径决策柔性。

2.2 调研访谈分析

为验证初始因素的有效性，2016 年 3 月至 4 月间，针对 42 位普通城市出行者进行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素的深度访谈，访

谈者部分来自重庆某大学教师和在职工程硕士，部分在重庆市南坪、解放碑和观音桥等 CBD 区域随机抽样获得。为确保证数据

真实性和有效性，整个访谈过程严格根据访谈提纲和预先设计的问题进行，每次访谈确保访谈时间在半小时左右。42 位受访者

中，10 人为重庆高校教师，10 人为在职工程硕士，9 人为南坪中央商务区样本，10 人为解放碑中央商务区样本，13 人为观

音桥中央商务区样本。通过深度访谈，共收集到 17 项选择频次较大的具体影响因素，将其与文献元分析中提取的初始影响因素

相比较，发现这 17 项访谈因素能够完全涵盖 15 项文献元分析因素。通过深度访谈发现了两项影响因素：换乘规划能力和需求

量柔性并未包含在之前获得的 15 项文献元分析因素集中。因此将文献元分析获得的 15 项影响因素与深度访谈获得的 2 项影响

因素相结合，共获得 17 项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素。

3 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3.1 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普通的城市出行者，因此问卷主要于 2016 年 4 月至 5 月在重庆市南坪、解放碑和观音桥等中央商

务区随机发放。由于在线问卷将限制问卷的可获得性，可能剔除对信息技术应用不熟练的低学历样本和中老年样本，同时，由

于在线问卷的受访者可能集中于调查者的社会关系群体，可能造成调查样本选择的偏见，因此此次问卷调查主要通过实地发放

并现场回收纸质问卷进行。调查开始前对调查员进行了两次统一培训，为确保受访者对问卷题项的正确理解，确保调查员在受

访者填写问卷前对受访者讲解问卷调查的目的，并随时回答受访者对题项的问题。最终调查问卷包含 27 个题项，其中基本信息

共 10 个题项，主体部分共 17 个题项。主体部分题项采用 Likert 5 量表设计，由 1 至 5 分别表示很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

同意和非常同意。整个调查共发放问卷 386 份，回收问卷 352 份，剔除填写有误、信息不全和胡乱填写的问卷 26 份，共获得

有效问卷 32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4.46%，符合问卷回收率要求。从回收的有效问卷来看，受访者有 43.5% 为男性，56.3% 为

女性；56.5% 的受访者拥有私家车、43.5 的受访者没有私家车；26.4% 的受访者年龄在 23 岁以下、44.3% 的受访者年龄在 24 ～

30岁、27.6% 的受访者年龄在 31 ～ 55 岁、1.6% 的受访者年龄在 55 岁以上。

3.2 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确保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和一贯性，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对问卷信度进行检查， 结果表明问卷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597，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较好，量表具有较高信度。为检验各题项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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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对问卷效度进行检验，经计算，KMO 值为 0.706，Bartlett 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卡方值为 436.635，自由度为

136，表示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3.3 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前文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的基础上，应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采用 Varimax 正交极大旋转法，以特征根大于等于 1 为原

则确定提取因子的有效数目，得到 6 项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6.912%，满足主成分分析要求。

对 17 项因素进行因子载荷分析，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 1 所示。

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 6 类影响因子的合理性，对获得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经计算，6 因素模型各项拟合指数如表 2 所

示。由表 2 可知，6 因子模型的χ2、df、χ2/df、P、RMSEA、CFI、GFI、IFI、PGFI、PNFI 值分别为 134.232、87、13 543、

0.047、0.92、0.941、0.926、0.535 和 0.521，均达到拟合标准，说明 6 因子模型符合拟合度与简约度要求。

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子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知，17 个因素在 6 维度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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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577、最大值为 0.892，所有载荷值均介于 0.50 ～ 0.95 之间，表明模型拟合程度较高，路径关系显著，在统计学上具

有显著性。这进一步说明了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素的结构效度得到了较好的数据支持。

4 结论

4.1 结果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本文归纳并提取了影响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的 6 类因素，分别为公交友好、情

境依赖、时间感知、价格感知、学习能力和社会规范。对各影响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公交友好。公交友好因子包含公交信息存量、公交卡储备、公交偏爱、参考点依赖等因素，它描述了城市居民对公交

出行信息的掌握、随身携带公交卡的情况、对公交出行的偏爱程度以及对出行时间约束的了解。城市居民出行模式决定了其出

行的碳强度，由于私家车出行和公交出行具有可替代性，更多的公交出行量直接意味着更少的私家车出行量以及更少的碳排放

量。因此，城市居民对公交车出行的态度能够显著影响其低碳出行倾向。因此，城市居民对公交出行的态度越友好，其乘坐公

交出行的倾向和低碳出行的倾向就越强烈。

（2）情境依赖。情境依赖包含空间依赖、时间依赖和人物依赖等因素，它描述了出行者决策的空间、时间和人物粘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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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私家车后，出行者往往首选私家车出行。要引导此私家车拥有者转向低碳公交出行，就需要引导此类出行者放弃他们首选

的私家车出行模式，改选公交出行模式。而情境依赖程度较低的出行者模式决策柔性更大，更容易转向公交出行等低碳出行模

式。

（3）时间感知。时间感知因子包含时间关注、时间敏感和需求量柔性等因素，它描述了出行者对出行时间的关注程度、由

于出行时间延迟改变出行行为决策的倾向以及出行者出行需求削减的容易程度。出行者对时间的感知能够体现其对出行时间的

重视程度，以及由于出行时间变化导致出行决策更改的难易。重视时间的出行者在出行前进行详细路径规划、出行中更改出行

决策以及削减出行需求的倾向更显著。由于道路拥堵时轨道交通出行的准时性和出行时间最小，因此在早晚高峰时段时间感知

较强的出行者更倾向于选择轨道交通出行或者公交优先政策下的公交出行，相对于私家车出行者碳排放更少。但是在非拥堵时

段和路段，由于私家车出行时间小于轨道交通出行和公交出行，此类出行者更倾向于选择碳排放较高的私家车出行。

（4）价格感知。价格感知因子包含价格敏感、路径决策柔性和个体形象等因素，它描述了出行者由于价格因素选择公交出

行的倾向、由于价格因素更改路径决策的倾向以及认为私家车出行对个人形象的正面影响程度。根据 Van 等[4] 对亚洲 6 大城

市的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人群和较少驾驶私家车的人群通常选择公交低碳出行，但更加赞同私家车出行可以塑造“有能力”

“富裕”的正面个人形象。因此，个体形象因素与出行者的价格感知负相关。政府能够通过征收出行费和降低公交票价促进价

格感知因子较强的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以降低城市交通碳排放量。

（5）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因子包含信息获取能力和换乘规划能力等因素，它描述了出行者对于出行信息的获取能力和出行

换乘的规划能力。由于换乘是阻碍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的重要因素之一，较强的路段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和预测等能力能

够显著降低换乘难度，促进出行者选择换乘出行。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的出行者，一方面可以通过规划合理的换乘路线减少出行

时间、节约出行花费、提高出行的舒适、安全和准时等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也更容易接受停车换乘等出行方式。通过提高学习

能力增加换乘，能够在满足出行者需求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增加单次出行公交模式的比例，降低出行碳排放。

（6）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因子包含损失厌恶和主观规范等因素，它描述了相对于准点到达的收益出行者对迟到等损失更加

厌恶的程度，以及出行者爱护环境、遵守规则和利他主义等对社会规范和他人评价的重视程度。由于社会规范因子得分较高的

出行者更加重视其行为对环境、社会和他人的影响，以及得到的社会评价，因此社会规范感较强的出行者低碳出行倾向更加强

烈。

4.2 研究总结

本文结合行为经济学、消费者选择理论以及有限理性理论对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

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归纳与总结了城市居民低碳出行倾向六类影响因素。本文能够为城市管理者开展低碳交

通治理提供一定的信息支持。但本文并没有测算各因素对城市居民低碳出行行为的影响程度，这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主要内

容。同时，由于数据样本所限，本文所建立模型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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